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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秋红

农民对美丽乡村建设主要责任
主体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马克思主义主体论的分析基于马克思主义主体论的分析

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要建

设“美丽中国”，必须建设好美丽乡村。那谁是美丽乡村建设的责任主体？这是美丽乡村建设中要把握的

最核心、最本质问题之一。政府和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两大基本责任主体，“以政府为主导，以

农民为主体”已在相关政策文件中有了明确规定，在一些农村地区还成为村舍道旁的醒目标语。作为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美丽乡村建设仍然要坚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推进机

制。不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初期，农民的责任主体意识较薄弱。例如，对河北、湖南、江苏、甘肃四

省的调查结果表明，认为最主要应靠政府建设新农村的农民占70.2%，认为主要依靠农民自己、村委会

的仅分别占14.4%、9.2%[2]。对重庆地区10个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一半的农民还未

认识到自己应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3]。那么，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开展十年后的美丽乡村建设新

阶段，农民对村庄建设责任主体的认知现状如何？其主体意识是否有所提高？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应该

如何提高农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意识？

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下简称“新农村建设”）主体及相关问题，学界已有较丰富的成果。相

关研究主要包括：第一，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例如，依据“燃烧理

论”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从农民主体入手，激发、点燃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合作意识[4]；基于地区

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实践，指出要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组织

化程度[5]。第二，基于现实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意识及其参与行为，探索改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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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利用对浙江、安徽和四川三省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描述了农民对

“谁应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负主要责任”的认知现状，进而通过建立Goprobit模型分析了相关影响因

素。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意识不强，更多地将自身定位为“第二责任

主体”；第二，地方政府是农民认知中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受教育程度更高、所在自然村

已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农民更倾向于具有这一认知，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是农民认知中美丽乡村

建设的主要第一责任主体；第三，中央政府是农民认知中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责任主体，家庭

有成员外出务工和所在村没有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农民，更倾向于认为“中央政府”是美丽乡村建

设的第一责任主体。应通过强化相关宣传、放权于民等激发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意识并发挥

其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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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例如，将农民的主体作用测量为积极性、自主性和组织化程度，认为新农村建设中大多数农民缺乏

对建设项目的自主选择权和决定权，组织能力很弱[6]。第三，分析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作

用的互动关系与现状。例如，从理论上探讨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处理好这一关系所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分析地方政府、村组干部、广大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的现状。

现有相关文献虽然展开了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探讨，但总体上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在新农村

建设推进至美丽乡村建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相关研究没有得到深化和扩展，从现实层面分析美丽乡

村建设责任主体的相关成果还较少，且大部分是报纸刊文，分析深度不足；第二，相关研究一般将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来展开研究，没有考虑农民对不同层级政府部门承担村庄建设责任认知

的不同；第三，对新农村建设主体的经验研究中，缺乏专门对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农民有关认知情况

的比较研究。鉴于此，本文研究试图弥补以上不足，基于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和浙江、安徽、四川三省的调

查数据，比较分析农民对美丽乡村建设责任主体的认知，并通过建立Goprobit模型分析其对第一责任

主体认知的影响因素，以丰富相关研究成果，并对政府相关部门找准提升农民在乡村振兴中主体意识

的着力点提供启示。

一、理论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及其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主体是指有意识、有意志，并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人[7]。根

据具体存在形态，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发展主体包括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包括家庭、集团、民族、政党、国

家等）和人类主体。其中，个体主体是主体存在的基本形式，是主体发挥作用的基础；群体主体是个体主

体的集合体，“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

个人的自由。”[8]人类主体是前两者组成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主体论思想的基本含义是：从具体的、

客观的、实践的人出发，以人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一切依靠人，一切为了人；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要

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人的主体作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9]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第一，人民群众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不仅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占

有核心和主导地位，而且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活动的主体，更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

动力；第二，人民群众是价值和利益主体，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应是社会财富的享有者；第

三，人民群众是权力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0]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体论思想基本价值取向的基础上，科学发展观创新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坚持

以人为本”，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明确回答了发展的主体、动力和目的是什么的问题。“以人为

本”是指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可持续发展”则强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1]

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

首创精神，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让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充

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赋予了人民主体地位全新内涵，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执政

新理念，更加注重民生问题，并注重开发和尊重民智[12]。

（二）广大农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主体

美丽乡村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规划科学、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宜居、宜业的可持续发展乡村（包括建制村和自然村）”[13]。“美丽乡村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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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义是：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有效的体制机制保障下，通过科学的规划布局，发挥农村特色产业

的支撑作用，因地制宜打造美丽的村容村貌，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生存状况，改善农村基层民主，完

善乡村社会管理，引导乡风文明，建设宜居、宜业的现代农村。她集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

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于一体，是综合考虑农村产业发展、社区建设、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等的系统工程[14]，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战略，是推进农村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

分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

果[15]。在新形势下，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进农民福祉作为农村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6]。要完成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这一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企

业、社会、农民广泛参与并形成合力。其中，农民是具有根本性、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力量，是美丽乡村

建设的核心主体。

第一，农民是乡村生产生活的实践主体和村庄建设的直接参与者。村庄公共设施建设、村庄公共事

务管理及村庄中相关利益协调等社区事务需要农民去开展；村庄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无论是村庄经

济和文化的发展，还是村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推进）都需要具有乡土知识的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农

村的和谐关系需要靠农民去创造、培育和维护。

第二，农民是直接受益者和价值主体。美丽乡村为农民而建，建成的美丽乡村“是‘生态宜居、生产

高效、生活美好、人文和谐’的典范，是让农村人乐享其中、让城市人心驰神往的所在”[17]，在生产、生活、

生态各方面能让农民得到实惠。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惠民工程，建设成果应该惠及最广大农民；也只有

农民自身，才能更切实地评价美丽乡村建设成效。

第三，农民是意志主体和决策主体。要把乡村建设成农民希冀中的美好家园，真正惠及农民，需体

现农民的诉求和意愿，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事项要由农民民主讨论，让农民实现自主性嵌入，在主体性

行动中体现并实现多数农民的有关诉求。可见，农民是美丽乡村建设中具有决定性、能促成村庄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根本力量，推进美丽农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促使农民形成主体意识并积极参与。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笔者于2015年7月至8月在浙江省、安徽省和四川省开展的农户问卷调查和

村庄调查。这3个省份不仅地区差异明显，而且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具有典型意义（浙江省在全国范围

内最早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且成绩斐然，安徽省是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首批重点推进省份之一，四川省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富有特色和成效）。调查抽样过程是：基于美丽乡村建设的进展情况，在3个省各

选择1个有典型意义的县（市），在其所辖符合调查要求的乡镇（既有未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村简称“试

点村”①又有已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村简称“非试点村”）中随机选取样本乡镇，进而在样本乡镇的两类

村中随机选取样本村，进而随机选取农户开展调查。在调查中，确定某行政村（或自然村）已开展美丽乡

村建设的依据是：该村经有关部门考核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试点村”或得到了政府在美丽乡村建设方

面的明确项目投入，在县“美办”或地方有关部门的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或行动方案中被确定为“已开展

美丽乡村建设”地区。最终在3个省选取3个县（市）6个乡镇的9个样本村开展调查。

为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一方面，调查尽量选择户主或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居住在当地、对村

庄情况比较了解的家庭成员为受访者；另一方面，课题组在当地招募暑期返乡且有一定调查经验的大

学生调查员，减少调查员不懂方言造成的理解偏差。调查共发放问卷420份，其中有效问卷401份，问卷

①本文研究中的“试点村”并不指农业部确定的1000个“美丽乡村”创建试点村，而是涵盖国家、省、市、县、乡镇等多个层面的与美
丽乡村建设相关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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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为95.48%。从受访者的基本特征看，受访者多为男性（占63.34%），年龄主要为40 岁以上（占

88.72%），其受教育程度主要为小学及以下和初中及中专（两者各占四成多），主要从业领域为纯农业

生产（占39.4%）及本地兼业或务工（占52.87%），总体上而言，样本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三、农民对美丽乡村建设责任主体的认知现状
美丽乡村建设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包括广大农民、各级政府、村组干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包

括社会科学工作者、民间组织等）。除农民这一核心主体外，政府是一个重要责任主体，美丽乡村建设要

坚持“以政府为主导”。考虑到农民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包括省政府、市政府、县（区）政府、乡镇政

府）在美丽乡村建设责任承担上有不同的期望和诉求，调查中将“政府”这一主体细分为“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两项，这比仅粗略地将“政府”设置为主体之一的新农村建设主体相关研究更细化了。同时，

村民委员会虽然是准政权组织，但也是农民自治组织，村组干部在实质上仍属于农民群体范畴，因此，

调查中将村委会（实体是村组干部）和广大农民合并作为一类群体。

虽然相关研究在理论上都认为农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但农民在这一方面的认识水平并不

高，农民的主体意识还较弱。根据对“您认为谁应该对美丽乡村建设负责任”（可多选，多选时按优先顺

序排序，选项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委会或农民自己、其他）这一问题的调查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1），可以看出：

第一，农民更多地认为地方政府应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县政府和乡镇政府是农民认

知中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责任主体。超过半数的农民认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是“地方政

府”。这一状况在试点村表现得更突出，这一比例有近六成，明显高于非试点村的这一比例。进一步分析

农民对责任政府行政层级的选择，在认为“地方政府”是美丽乡村建设主要责任主体的样本中，认为省

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乡镇政府应为主要责任主体的农民分别占6.72%、14.29%、36.97%和42.02%，呈

现出“随地方政府行政层级的下降，认为相应级别政府是美丽乡村建设主要责任主体的农民所占比例

逐渐上升”的状况。

第二，中央政府是农民认知中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责任主体。虽然非试点地区样本农民对“中

央政府”这一责任主体更看重（约三成样本农民认为美丽乡村建设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承担责任），但是，

在试点地区，这一比例也有近两成，且总体样本中的这一比例高于认为“村委会或农民自己”是美丽乡

村建设第一责任主体的受访者所占比例。

表1 农民对“谁应该对美丽乡村建设负责任”的认知情况

谁应该对美丽乡

村建设负责任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村委会或农民自己

其他

总体样本

第一责任主体

人数

（人）

94

215

85

7

比例

（%）

23.44

53.62

21.20

1.75

第二责任主体

人数

（人）

15

49

112

11

比例

（%）

8.02

26.21

59.89

5.88

非试点村（154个）

第一责任主体

人数

（人）

47

69

33

5

比例

（%）

30.52

44.80

21.43

3.25

第二责任主体

人数

（人）

8

20

41

5

比例

（%）

10.81

27.03

55.40

6.76

试点村（247个）

第一责任主体

人数

（人）

47

146

52

2

比例

（%）

19.03

59.11

21.05

0.81

第二责任主体

人数

（人）

7

29

71

6

比例

（%）

6.20

25.66

62.83

5.31

注：“其他”包括第三方社会组织或团体、不知道等情况。总体样本中，仅选择一个责任主体的样本为214个，选择了

第二责任主体的有187个；在非试点地区和试点地区的样本中，仅选择一个责任主体的样本分别为79个和134个，还选

择了第二责任主体的样本有74个和113个。“第二责任主体”列下有关比例的计算中，分母均为选择了第二责任主体的实

际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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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农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意识不足，更多地将自身定位为“第二责任主体”。农民对“村

委会或农民自己”作为美丽乡村建设责任主体这一点有相当程度的认知，认为“村委会或农民自己”是

第一责任主体的样本占了两成多，特别地，选择“村委会或农民自己”为第二责任主体的农民约占56%。

相比于叶敬忠、杨照在2006年对河北、湖南、江苏、甘肃四省的调查结果（认为最主要应靠农民自己建

设新农村的农民占14.4%）[2]以及邓宗兵、王钊2008年对重庆地区的调查结果（近一半的农民还未认识

到自己应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3]，农民目前在村庄建设中的主体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提高幅

度较小。

四、农民对美丽乡村建设第一责任主体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测量

本文研究中的因变量是“农民对美丽乡村建设第一责任主体的认知”，问卷中的有关调查问题是

“您认为谁应该对美丽乡村建设负主要责任？”选项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委会或农民自己、其他4

项。在受访者选择2项或3项时，因变量结果为农民所选择排在第一位的责任主体。由于选择“其他”项

的农民样本很少，这类样本在回归分析中被排除在外。将前3个选项依次赋值为1、2、3。

现有相关研究表明，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性、主体意识和参与行为受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角色、家庭人均年收入、村人均年收入、受益状况、政策效果、理事会作用和地区的显著影响[6][18][19] 。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引入农民个人特征、农民家庭特征、村庄特征以及农民对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

4类自变量①。其中，农民个人特征变量包括7个，分别为性别（男=1，女=0），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受教育

年限测量），婚姻状况（已婚=1，未婚、离异或丧偶=0），主要从业领域（包括纯农业生产、兼业、务工3个

选项，设置为虚拟变量）、是否是户主（是=1，否=0）、是否是党员（是=1，否=0）；家庭特征变量也包括7

个，分别为是否参加了专业性合作组织（是=1，否=0），是否是村里的种植（或养殖）大户（是=1，否=0），家

庭成员最高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所占比例，家庭收入水平（指2014年的家庭总收入水平，单位：万

元），家庭是否有成员外出务工（是=1，否=0），所经营的耕地（包括水田和旱地）面积（单位：亩）；村庄特

征变量包括2个，分别为所在地区（包括浙江省、安徽省、四川省3个选项，设置为虚拟变量）、所在自然

村是否已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是=1，否=0）；农民对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变量包括“是否听说过美丽乡村

建设”和“是否参加过相关宣传教育或培训活动”（是=1，否=0）两个变量。

（二）研究方法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委会或农民自己体现了自上而下的层级顺序，因此，农民对美丽乡村建设

第一责任主体的认知这一变量可以看成是有序离散变量。广义排序概率（Goprobit）模型考虑的约束条

件更为充分，不仅其估计系数可以随着门限值的变化而变动，而且充分考虑了平行假设条件下系数的

估计值以及边际概率效应值的估计误差[20]。因此，本文将构建Goprobit模型②来估计影响农民对美丽

乡村建设第一责任主体认知的因素。

（三）结果与分析

检验结果显示，自变量的VIF值在2.3以下，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平行假设

检验结果显示，LR统计量为39.522，P值为0.012，在5%的统计水平上拒绝平行假设约束，满足构建Go-

probit模型的前提条件。采用Stata12.0进行模型拟合，并计算边际效应值，得到结果见表2。卡方检验

①本文研究样本包括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的受访者，考虑到部分受访者所在村庄尚没有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所以，本文研究中
没有引入农民受益情况和政策效果两类变量。

②《贫困视角下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20]一文中有对该理论模型的介绍和具体推导，为节约版面，不再结合本文主题来
详细构建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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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p值为0.016，对数极大似然函数值为-376.39，模型整体显著。

相比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更可能被家庭有成员外出务工和所在村还没有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的农民认为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从边际效应看，相比于家庭没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农民和

非试点村的农民，家庭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农民和试点村的农民认为“中央政府”是美丽乡村建设第一责

任主体的概率分别高10.25%和低8.18%。

“村委会或农民自己”更可能被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认为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农民的

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农民认为“村委会或农民自己”是美丽乡村建设第一责任主体的概率下降

3.09%。作为户主的农民认为“村委会或农民自己”是美丽乡村建设第一责任主体的可能性更低，比非户

主农民的这一概率低11.19%。结合访谈资料，受教育程度较低、非户主农民对美丽乡村建设有更高主体

意识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对美丽乡村建设的了解更少，从美丽乡村建设成果中的受益可能更少，传统的

自建家园意识较强。

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农民认为“地方政府”是美丽乡村建设第一责任主体的概率上升2.8%；相

比于非试点村、四川省的样本农民，试点村、安徽省和浙江省的样本农民认为“地方政府”是美丽乡村建

设第一责任主体的概率相应分别高11.65%、低19.21%和23.74%。参加过相关政策宣传教育或培训活动

的农民更倾向于认为“地方政府”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其概率高14%，这说明，相关政策的

宣传教育或培训没能提高农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意识。

表2 样本农民对美丽乡村建设第一责任主体认知影响因素模型的拟合结果（以“地方政府”为参照组）

自变量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主要从业领域（以务工为参照组）

纯农业生产

兼业（县域内）

是否是户主

是否是党员

是否参加了专业性合作组织

是否是村里的种植（或养殖）大户

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程度

家庭劳动力所占比例

家庭收入水平

家庭是否有成员外出务工

所经营的耕地面积

村庄所在地区（以四川省为参照

组）

中央政府

系数

0.1881

0.0023

-0.098

0.0325

-0.2822

-0.3048

-0.2202

-0.1545

0.1216

-0.0822

-0.0015

0.0890

0.0193

-0.3521**

-0.0024

标准误

0.2184

0.0072

0.0423

0.2667

0.2254

0.2282

0.2154

0.2118

0.1975

0.3061

0.0299

0.3253

0.0153

0.1624

0.0096

村委会或农民自己

系数

0.2755

-0.0043

-0.1022**

-0.2438

-0.0610

0.0111

-0.3707*

0.1661

-0.0352

0.1803

-0.0081

-0.1513

0.0095

-0.0430

0.0018

标准误

0.2235

0.0073

0.0448

0.2655

0.2270

0.2200

0.2206

0.2106

0.2070

0.2813

0.0287

0.3107

0.0134

0.1614

0.0066

边际效应

p(y1=1)

-0.0547

-0.0007

0.0029

-0.0094

0.0821

0.0887

0.0641

0.0450

-0.0354

0.0239

0.0004

-0.0259

-0.0056

0.1025**

0.0007

p(y1=2)

-0.0285

0.0020

0.0280*

0.0831

-0.0637

-0.0920

0.0478

-0.0951

0.0460

-0.0783

0.0020

0.0716

0.0027

-0.0895

-0.0012

p(y1=3)

0.0832

-0.0013

-0.0309**

-0.0736

-0.0184

0.0033

-0.1119*

0.0501

-0.0106

0.0544

-0.0024

-0.0457

0.0029

-0.0130

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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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安徽省

所在自然村是否已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

是否听说过“美丽乡村建设”

是否参加过相关政策的宣传教育

或培训活动

常数项

-0.0201

-0.1463

0.2810*

-0.1832

0.1289

0.9612

0.2398

0.2202

0.1663

0.2460

0.1573

0.7263

0.7667***

0.4954**

-0.1149

-0.3541

-0.0289

0.7970

0.2471

0.2270

0.1574

0.2337

0.1513

0.7344

0.0059

0.0426

-0.0818*

0.0533

-0.0375

—

-0.2374***

-0.1921**

0.1165**

0.0536

0.0462

—

0.2315***

0.1496**

-0.0347

-0.1069

-0.0087

—

（四）讨论

上述结果显示，农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意识不够强，更多地认为地方政府是第一责任主体，

而将自身定位为“第二责任主体”。结合访谈资料看，农民对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之间的关系认识模糊，

即把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理解为政府就是主要责任主体。这一状况在已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地区表现得

更加突出。农民形成这样的认知是美丽乡村建设实践本身所存在的以下主要问题的映射。

第一，政府主导有余，对农民的动员不足。在许多地区，美丽乡村建设实践往往是政府自己在唱“独

角戏”，其主导面太宽，使农民自主作为的领域小，消减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并且，很多地区没能建立有

效机制来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因而，多数农民认为，美丽乡村建设是政府的事，“等、靠、要”意识较

强，从而在一些地方出现“政府在苦干，群众在闲看”的情况。

第二，部分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本身对美丽乡村建设中政府主导的范畴以及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之

间关系的认识就不够清楚，行动存在越位、错位，工作方式缺乏民主性。美丽乡村建设有关事务的决策

不应自上而下由政府单向度主导，而应使农民有表达利益诉求的便捷渠道和通路，实现民主议事。然

而，笔者调查发现，部分地区的基层政府“美丽乡村建设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政府发挥作用的范畴并

不太明晰；一些村庄的建设项目虽然是村委会来组织申请的，但在申请前，乡镇或县级相关政府部门已

大致选定了候选村的范围，农民的自主性和决策权小。并且，传统的行政动员、运动式工作方式的运用

更使农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难以体现主体性。

第三，部分建设项目使农民的实际受益有限。笔者调查发现，在已开展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地区，一

些建设项目虽然在村庄得到了开展，但部分农民认为并没能受益。以环境整治项目为例，在试点村，有

225个样本农民指出本村开展了环境整治项目，但其中有23人（约占10%）认为“没受益”。环境整治是外

部性较强的项目，尚有一成农民认为没有受益，外部性不强的建设项目可能存在更多农民没有受益。例

如，在已开展村庄书屋建设项目和村庄文体设施建设项目的样本村庄中，分别有26.51%和16.74%的样本

农民表示“没受益”。并且，调查发现，农民从有关建设项目受益的形式较单一，且受益难以持续、稳定。

五、结论与启示
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美丽乡村建设仍然要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

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是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前提。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

的主体意识不强，更多地将自身定位为“第二责任主体”，受教育程度较低、非户主农民在美丽乡村建设

中有主体意识的可能性更高。第二，地方政府（主要为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是农民认知中美丽乡村建

设的第一责任主体，受教育程度更高、所在自然村已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农民更倾向于具有这一认知。

第三，中央政府是农民认知中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责任主体，家庭有成员外出务工和所在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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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农民，更倾向于认为“中央政府”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

在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意识亟待得到提升。结合前文的有关

分析，要进一步提高其主体意识并使其发挥主体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加强相关宣传，尤

其是针对受教育程度较高、户主和西部地区的农民，使其明晰相关责任主体特别是其自身在乡村建设

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改乡村建设的“输血”模式为“造血”模式，切实改变部分农民的依赖思维，发挥

农民合作组织在引导农民形成主体意识并参与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三，各级政府要明确各自在美

丽乡村建设中的责任，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之间的关系，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充分尊重

农民的意愿，切实把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交给农民，真正使更广范围的农民持续受益。

参考文献：

[1]陈秋红.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N].人民日报,2017-10-20(17).
[2]叶敬忠,杨 照.农民如何看待新农村建设中政府、村委会和农民的分工[J].农业经济问题,2007,(11):17-23.
[3]邓宗兵,王 钊.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民主体意识与参与行为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9,(3):72-77.
[4]华彦玲,余文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体燃烧”论[J].中国农学通报,2007,(3):526-528.
[5]黄明哲.“农民主体”是这样形成的——江西赣州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党政干

部论坛,2008,(5):36-39.
[6]温 锐,陈胜祥,邱贵明.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实证研究——以江南某省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7,(5):

66-72,111.
[7]许征帆.马克思主义辞典[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
[8]马克思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郭海军.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体论思想树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J].当代思潮,2004,(5):26-31.
[10]李唯玮.马克思主义主体论视野下的群众路线[J].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2):6-9.
[1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2]安 宇.“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学习习近平的人民主体地位思想[J].奋斗.2015,(6):50-52.
[13]GB/T 32000-2015,美丽乡村建设指南[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5.
[14]柳兰芳.从“美丽乡村”到“美丽中国”——解析“美丽乡村”的生态意蕴[J].理论月刊,2013,(9):165-168.
[15]新华社.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N].人民日报,2015-05-02(1).
[1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2016-01-28

(1).
[17]唐 柯.美丽乡村[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3.
[18]王 钊,邓宗兵.建设新农村条件下的农民主体意识与参与行为[J].改革.2008,(5):138-143.
[19]叶敬忠.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7.
[20]高 鸣,马 玲.贫困视角下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农村观察,2015,(4):49-60,96-97.

（收稿日期：2018—02—08 责任编辑：赵爱清）

-- 95


